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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很喜欢读《空间》(spacing)，一本关于多伦多城市地貌的杂志。它里面的文章都很多

元而且一般都写得很好，插图得当，思想先进；而且总体的观念是方便自行车、方便行人、

反对公共土地的私人主宰。

    价值观都是我赞同的，但是我最近却发现春季发行的“环境制造者”特写一栏，大标题

是“创造归属感”，它描述了一位其提倡者和社区组织者，刚刚被一个多伦多组织授予社

会公正荣奖。我不想指出这个人，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努力去做她认为可以把社

区变得更好的事情。无论如何，他的观念也是大多数人的观念。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

种观念竟然被这么多人这么毫无怨言地接受着。

    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需要让加拿大多种多样的“社团”有归属感，而且“社会融入

不是把泰坦尼克号的椅子重新编排，而是造一座新船。”

    为了更好地解释她的观点，她谈到了在一个社区会议上，一个旁遮普人对她说他和他的

朋友去夏天的晚上在公园玩的时间被限制了，因为在这公园附近唯一的公共洗手间——在

附近一个图书馆里——下午 5点就关门了。她建议他们把这个告诉也在这个会议里的地方委

员会的人。由于她做翻译，他们把这个问题顺利地反映给了政治官员，政治官员承诺说她一

定会去看怎样可以改善。

    那个组织者说，这时刻对于那个旁遮普人来说就是感受到自己权利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

告诉他，即使不会说英文，他所说的、所做的，仍然很有价值。她还得出了一个更广义结论：

这次交流暴露出了多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人们不参与，而在于参与的地点。她说

一般移民者讨论政治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区中心，清真寺，公园，和自己家。那位组织者说“

那个政治官员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是如果她不能够理解她的民众，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位组织者说：“我给她的建议是，不是去创造一个框架然后期待民众去参与，而是你

应该做那种艰难的工作，去发现各个社区，倾听他们的想法，不论他们是用哪种语言说的。

这是很困难，但这就是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她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建造一个“使

我，我的孩子，其他的移民者，以及所有被边缘化的人都有归属感”的社会。

    没有人对这位倡导者描述的“美好时刻”有任何负面评价。毕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过

那种“寻找厕所是第一要务”的时刻，而且我们都认为有更多的公共厕所总是好的。

    但是难道这就是“权利”所在？告诉一个政治官员厕所被锁了，然后得到一个承诺说去

看看怎么解决？而且这位社区的提倡者，以及那么多像她一样的人，他们到底在寻找一种

什么样的“多元文化”？

    多伦多 300万居民说着超过 100种语言：这座城市的官方网站用 140种语言提供信息，

我们真的相信让多伦多被选举上的一小群政府官员整天绕着寺庙、教堂、社区中心、公园、甚

至私人住宅去倾听人们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的话可能吗？



    这想法太荒谬了，我甚至怀疑这些拥护它的人真的相信它。在他们脑海中真实存在的情形，

我怀疑，就像上面的那个故事：一个英文非常流利的社区领导者，被选上，或者自选，成

为一个发言人，然后告诉政治官员们那些他自己认为的他们社区的人的想法和需求。所以这

权利事实上存在于一群社会活动家，他们要不作为“他们”社区的官方代表，要么去有资

金的社团机构工作。

    我不想贬损很多这些机构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我也不想质疑为其工作的人的付出和敬

业。但是我确实要问问这个“权利”的架构。如果他们不掌握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所使用的语

言他们怎么有权利可言？就像在加拿大，所有和权利有关的，任何形式，都是英语——政

府使用的，工作使用的，媒体使用的，以及高等教育使用的，都是英语。一个人怎么可以说

有权利和归属如果同时又拥护一种认为市民不愿意也不需要掌握官方语言的社会模型？这

个模型是支持分裂，排斥和无权的。

 

    要讲清楚的是，我觉得为不会说英语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提供基本服务是好的，也是

值得提倡的。我很高兴我们城市的官网用 140种语言提供信息。我很开心我们有翻译者去帮

助那些在健康或者法律方面需要帮助的人。我享受着生活在一个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

但是我也相信那些支持社团相互独立——说不同的语言，和别的社团隔开，并且仅仅通过

翻译来进行社会交流——的观点的领导者其实在带来更多的伤害。他们支持的不是多元，而

是对立。

    他们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事实上正在剥夺人们的权利——鼓励人们仅仅通过他们

种族或宗教中的其他人来与社会联系。而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提倡这样的人其实并不从属

于这个模型：他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不需要等政治官员来找他们然后倾听他们

要讲什么，他们直接去可以制定行动的地方，非常强烈地索取他们需要的。

    其实，这种让社会由很多根据种族、语言、宗教形成的社区组成的概念是真正“权利”的

完全对立。这是一个认为“做出改变”仅仅就是为自己的社区游说到更多服务的模型。你想

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狭隘、保守，甚至有损于自己的想法。

    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权利赋予，只有在人们追求共同目标而忽略种族的时候才会发生。比

如，有一样东西使很多新的移民和加拿大出生的公民联合在了一起——共同的低工资和恶

劣生存环境的经历。工人运动，这种有组织的对改善劳工生存状态的需求的表达，成功地把

工人，不论他们的背景，联系在了一起。雇主们，从另一方面来讲，一直都想通过种族、语

言、或者宗教信仰使工人么对立。到底一个工人和谁有更多的共同点呢？一个善于利用但是

和自己一个种族的上司，还是背景完全不同但是面临同样困境的同行呢？

    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哈勃政府一直忙于破坏阻止温室效应的行动，推动政府服务的私人化，

签署同意所有的推进公司全球化的措施，而且对布什管理的全球事务提供毫无条件的支持。

    当这些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看到种族团体对这等事件没有任何兴趣、不想开展

对此类事件的斗争呢？这些问题难道可以被那种政客到社团中倾听然后考虑他们能做什么

的的模型解决吗？

    而且，事实上，什么时候当权者——那些公司执行长官和政府官员——真正倾听了有悖



于他们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话了？什么时候当权者真正向某些事情妥协了？当然，群众运

动，那种以直接且强大的方式挑战他们的反对力量除外。

    作为一个移民，并且第一语言不是英语，我坦诚地说，当有人说移民仅仅关心他们自己

的“小圈子”时，我总是觉得很受侮辱。而且，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非宗教主义者，每当听

到别人建议在一个非宗教主义的社会，像加拿大，政治行动在教堂和寺庙周围可能会比较

好时，我也会有点不舒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相信劳动可以摆脱资本主义——我不觉

得权利的授予体现在一个政治官员承诺会去看看她可以为洗手间多开一个小时做什么的时

候。

    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把人联系在一起去做真正改变的观念，而不是那种是人们

保持隔离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关于“停止重新排椅子，建在一所新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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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杨韫）


